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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书写的当代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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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代中国学术体系中，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的建立是一个 “去经学化”的过程。然而近年来的诸

多学术迹象表明，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正走向一个新的关隘，欲叩此关，需要重估经学。正确评价经学的关键

在于确定儒家经典与经学产生和运行的底层逻辑。随着近年来名学研究的复兴，由严复和胡适当年敏锐洞见到

的 “名学方法”重新浮出水面。从名学出发既可以理解儒家何以重视经典，又能够见证经学发生的过程。进一

步说，通过考察儒家之 “名”的具体含义可以揭橥经典和经学的特质：一方面，就 “名”的基本义是汉字而

言，可以深入理解儒家经典的书写和诠释特点；另一方面，就 “名”的根本义是价值理想而言，更能够在实质

层面评定经学的价值及其限度。照此理解，经学就纳入名学，由此将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中国哲学史书写的当代

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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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以后的中国哲学彻底告别了中国传统学术依附经典和独尊经学的模式，开创了一种现代中国哲学的

叙述。蔡元培此前为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总结出这部书的四个特长：“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

段”，“平等的眼光”和 “系统的研究”。其中 “平等的眼光”指将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放在与诸子平等的

地位审视，其余三者都指向注重作品本身的结构性和系统性，因而走出了依附经典的传统学术叙述方式。由

此可见，现代中国哲学范式的最大特点是改变了对经典和经学的理解方式，正如陈卫平指出的：“胡适对中国

哲学史学科的独立性的奠基，主要是赋予其走出经学的现代性品格。”①

自胡适和冯友兰之后，不管是像他们这样 “照着讲”的中国哲学史家，还是如熊十力和牟宗三等 “接着

讲”的中国哲学家，抑或是兼及两者的冯契等人，都在 “哲学”的名义下开展传统思想的研究。从各个方面

来讲，近代中国学术界至少从形式层面表现为一个 “去经学化”的过程。在现代中国学术体系中，中国哲学

这门学科的建立与 “去经学化”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然而，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国学复兴运动以及
试图站在港台新儒家对立面而确认其身份的大陆新儒家的崛起，经学作为一个高频词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

２１世纪初以来，以德里达访华而重提 “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的老话题为导火索，学术界掀起新一轮

“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以西解中”“汉话胡说”或 “反向格义”的近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旧范式是否应

当被扬弃成为焦点问题。在此背景下，经学及其方法论成为部分中国学者的一种自觉选择，针对中国传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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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卫平：《“金岳霖问题”与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的探索》，《学术月刊》２００５年第 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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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特别是儒学研究出现了所谓 “经学与哲学之辩”。① 尽管这场辩论中两派的立场和观点针锋相对，却都在一

定意义上肯定了经学的价值，要么主张建构 “新经学”②，要么提倡走向 “现代经学”③。由此可见，当代中国

哲学研究正走向一个新的关隘，而欲叩此关，就要重新评价经学。评价经学的关键在于确定经典与经学产生

和运行的底层逻辑，随着近年来名学研究的复兴④，由严复和胡适当年敏锐洞见到的 “名学方法”浮出水面，

使我们发现可以通过名学重估经学。

一、正名、经典与经学

比利时汉学家戴卡琳 （Ｃａｒｉｎｅ Ｄｅｆｏｏｒｔ）留意到胡适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建构了一套 “正名”的现代话

语体系，将先秦哲学发展的内在脉络理解为，在孔子提出 “正名”思想的激发下，引起了诸子对 “名”的问

题的兴趣，进而牵引出一系列连续的 “名学”。自此以后，包括海外学者在内的现代学人几乎都未经反思地

承接了胡适的这套现代中国哲学史的叙述，甚至使之变成教科书中的教条。戴卡琳想提醒的是，尽管古典时

代的学者也强调 “正名”的价值，但其作用似乎没有胡适描述和想象的那么重要。⑤ 戴卡琳的这一看法从思

想史的研究来讲算一个重要发现，从哲学史的研究出发，则将问题简单化了。事实上，戴卡琳自己也承认胡

适建构的这套 “正名”的现代论述取得了极大成功。胡适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后来虽有被冯友兰等人的同

类作品压倒之势，胡适自己也发现这本书存在诸多局限，但他直到晚年都坚称：“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

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 ‘名学方法’ （逻辑方法，即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

题。”⑥ 由此，我们就不宜轻易否定 “名学方法”对中国哲学史的意义，甚至还要基于戴卡琳对现代中国哲学

“正名”话语的批判而重思 “名学”在推进中国哲学研究方面的价值。⑦

严格来讲，最早注意到 “名学”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研究的方法论意义的并非胡适，而是比他更早懂得西

方哲学的严复。严复在 ２０世纪初翻译西方学术体系中的 “Ｌｏｇｉｃ”（逻辑学）时发现，不能像此前的译者那样
照通常理解将其意译为 “论理学”“辩学”“理则学”等。考虑到 “Ｌｏｇｉｃ”的背后是统摄了西方语言、思想
和文化的 “ｌｏｇｏｓ” （逻各斯）观念，这就促使严复以思想家的眼光考虑中国传统思想中是否也存在一个像
“ｌｏｇｏｓ”一样取得了统摄性地位的观念。“名”的观念及其方法论意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重新发现的，所
谓：“盖中文惟 ‘名’字所涵，其奥衍深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⑧ 找到了 “名”这个词，再根据当时中国传

统知识体系转型之际以 “学”为后缀的学科命名模式，遂造出了 “名学”一词。⑨ 严复充分意识到，以

“ｌｏｇｏｓ”为词根的 “Ｌｏｇｉｃ”为 “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因而特别指出：“逻各斯一名兼二义，在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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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苟东锋：《经学、哲学之辩与海派中国哲学———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上海中国哲学学科发展评议》，《思想与文化》第 ２４辑，上海：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
“新经学”的说法由来已久。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马一浮就提出了 “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 “新经学”，当代学界自 ８０年代以后又不断
有人重提 “新经学”。（参见韩星：《新国学的内在结构探析———以新经学、“新子学”为主》，《诸子学刊》第 ９辑，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现代经学”的说法时有学者提及，如杨庆中：《国学视阈中的 “现代经学”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
年第 １期］，成祖明：《从 “六经注我”到 “我注六经”———现代经学阐释的限度与公共性展开》（《探索与争鸣》２０２０年第 ９期）。
杨国荣的表述最典型：“现代经学以回到更原初的经典文本为指向，以更开放视野诠释其中的精神与价值理想。从经学作为中华文

明基本价值载体的视角，从构建中华文明古今连续性等方面切入，可以阐发一种现代经学或经学的现代形态。”（参见杨国荣：《经

学的历史形态与现代走向》，《光明日报》２０２３年 ９月 ２３日，第 １１版）
参见苟东锋：《“新名学”再议》，《哲学门》第 ４４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３年。
参见戴卡琳：《胡适及 “正名”的现代论述》，李秋红译，《哲学中国》第 ３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２年。
胡适在 １９５８年为这部书的重版撰写 《台北版自记》，强调了自己对 “名学方法”的看重与坚持。（参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１４３页）
近年来，包括海外汉学家在内的部分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思想中 “名”的问题，开启了一种 “新名学”的学术动向，其中重

要的一项工作就是重返中国哲学史学科诞生的时刻，对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的 “名学方法”及其影响进行批判性反思。［参见

苟东锋：《在海外发现 “新名学”———汉学家论 “名”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４年第 ４期］
严复：《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 １０２８页。
参见甘进：《从 “名家”到 “名学家”———近代学术分科中 “名学”和 “名学家”之名的生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２０２１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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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出口之词皆以此名。引而申之，则为论、为学。故今日泰西诸学，其西名多以罗支结响，罗支即逻辑

也。”① 所以 “名学”一方面是 “Ｌｏｇｉｃ”的译名，另一方面又可指中国古代逻辑学，但更为重要的一个隐义
则是统摄了中国学术的那个作为方法的 “学”的 “学”。② 正因为吃透了这一点，胡适才提出：“凡一家之学，

无不有其为学之方术。此方术即是其 ‘逻辑’。是以老子有无名之说，孔子有 《正名》之论，墨子有三表之

法，“别墨”有墨辩之书。荀子有 《正名》之篇，公孙龙有名实之论，尹文子有刑名之论，庄周有 《齐物》

之篇，皆其 ‘名学’也。”③ 可以发现，这里的 “学”“方术”或 “逻辑”即 “名学”，这显然是胡适的博士

论文 《先秦名学史》的写作大纲，也是作为其扩充版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那个 “特别立场”。

从中国哲学的历程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哲学。真正的哲学家总能在对时代问题的感受中提炼出既

能体现出传统神髓又具备时代特质的哲学观念，而这些观念未必是前代哲学家谈论的重心，却有重新阐发的

价值。在古今中西之争的时代背景下，严复和胡适等人所发掘的 “名”的观念就是如此。④ 对现代中国哲学

而言，“名”的观念既可以与西方哲学的核心观念 （如逻各斯、理念、概念、存在等）建立某种深层的联系和区

分，进而沟通中西；又可以为理解中国哲学的统一性及其各分支的特殊性建构一种现代叙述方式，进而连接古

今。比较而言，胡适的名学研究在连接古今方面做出了巨大推进，用一套 “正名”的话语体系重构了先秦诸子

的哲学。然而，胡适的做法仍是初步的，因为他仅仅指出了先秦诸子 “皆有其 ‘名学’”，并没有进一步追问何

以会有诸多 “名学”以及其间是何种关系。由此可以判定，胡适的先秦哲学史叙述只是一种平面的展开，缺乏

纵向维度。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从 “名”的视角追溯先秦诸子的发生，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先秦诸子特别是儒家

的独特价值。仔细分疏就会看到，“名”在中国传统语言和思想中可以理解为符号、语言、身份、观念和规

范等，但最根本的一种意涵则是价值和理想。后一种内涵是伴随着三代礼乐文化的衰落而形成的。在先秦诸

子的时代，中国文化发生了一种古今断裂，延续了千有余年的礼乐文化遇到了空前危机。《管子》一书所概

括的 “夫名实之相怨久矣，是故绝而无交”⑤，就是对这一文化危机的深刻写真。价值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产

生了尖锐的矛盾，两者之间相互排斥而无法相交。这里的 “名”就是作为价值理想的具象的礼乐文化。倘若

说先秦诸子的产生源于从不同立场回应礼乐文化的失落这一时代问题，那么自然就会生发出不同的 “名学”。

面对 “名实相怨”，亦即以礼乐文化为象征的价值理想在现实中的崩坏，儒家希望名实兼取。在充分肯

定价值理想的前提下，儒家提倡改造现实以趋近理想，因而提出 “正名”。道家主张 “名止于实”，认为人类

的价值理想中包含了太多人文要素，如果不加批判就会出现名过于实的情况，这是造成各种社会悲剧的根本

原因，为此就需要 “镇之以无名之朴”。墨家强调 “取实予名”，认为礼乐文化作为一种价值理想在根本上是

脱离现实的，因而主张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人们的认知，进而创造一种以功利主义为原则的纯粹理想的实现进

路。这三个原生性的学派立场之外，又有若干衍生性的学脉。例如，法家的立场可以视为墨家与道家的一种

综合。法家一方面认同墨家对礼乐文化脱离实际的判定，认为 “名实”既已 “相怨”，那么 “惠者”只好弃名

而取实；另一方面则在道家 “有形有名”的 “形名”认识论框架下，发展出一套去人治而崇法治的实践方法。

再如，名家的立场可以看作儒家和墨家的一种综合。名家一方面认同儒家 “正名实而化天下”的精神，认为

“名”作为一种理想有其高悬于现实之上的纯粹性，所谓 “离形而言名”；另一方面则跟随墨家并不将 “名”视

为与礼乐文化融为一体的价值理想，而首先肯定其语言和概念的内涵，于是走向了辨名析理的道路。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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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严复集》，第 １０２７ １０２８页。
这一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统摄性的观念固然可以是 “道”或 “理”等，但在古今中西视域中的最佳对应则是 “名”，因而这种

“学”的 “学”即名学。赵奎英曾系统性批判了 “道”与 “逻各斯”的比附，而主张 “名”与 “逻各斯”的比较，并提出：“中国

传统中的 ‘名’（ｎａｍｅ）这一概念，实际上与西方哲学中的逻各斯 ｌｏｇｏｓ类似，是一个取得了统治地位的概念。”（参见赵奎英：《中
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６０页）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第 ３２５页。这段话出自胡适于 １９１７年在 《太平洋》第 １卷第 ７号发表的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彼时他尚在美国留学，该文的撰写时间应当更早，可能正在构思或撰写他的博士论文 《先秦名学史》。

这种既有传承又有创新的核心观念体现了一种哲学传统中的 “底本”。汉儒董仲舒的 “阴阳”，宋儒二程兄弟的 “天理”观念，都可

以看作这些哲学家所体贴到的儒家哲学的 “底本”。（参见苟东锋：《“生生”与 “名名”———论中国哲学的 “底本”》，《哲学分

析》２０２２年第 ６期）
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 ２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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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五大流派在方法论层面呈现为一系列的 “名学”，其中唯有儒家的 “正名”对三代以来凝聚于礼乐文化

中的价值理想保持了肯定态度。正是这种 “正名主义”决定了儒家对经典的重视以及后来的经学形态。

《论语》中所载的孔子 “正名”论的字面意思是指名分的订正及落实，其余韵则包含着充分肯定名分体

系中所蕴藏的价值理想的意味。① 这些价值理想并非凭空出现，而是生成于一个承前启后而绵绵相续的传统

中，具体则表现在三代礼乐文化损益积淀而成的周代礼乐文化中。因而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论语·八佾》）他的理想是恢复周礼，为此提出的办法则是 “克己复礼”，在他看来 “一日克己

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在更加具象的层面，维护周礼和接续传统的一个必要工作是整理古代

文献并以之为教材而缔造学统。因此，司马迁记载晚年的孔子在 “复周礼”的政治实践遭遇挫折以后，遂将

工作重心进行了转移：“孔子归鲁。……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

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② 对孔子而言，整理和传承 “五经”以及根据鲁史作 《春秋》与此前的政

治活动的初衷是一致的，都统摄于 “正名”的观念中，即在坚定价值理想的前提下寻求其实现的可能性，只

不过前者更具操作性并在实质层面促进了儒家学派的诞生。由此，就不难理解儒家重视经典的根本原因在于

肯定经典是保存价值理想的主要载体。为了彰显经典的这种作用，在诠释经典的方法论层面，孔子秉持 “述

而不作”（《论语·述而》）的原则。所谓 “述”指向价值理想的传承和延续，“作”则更多体现了思想的创

造，孔子强调 “述而不作”意在表明，思想创造应建立在对于价值理想的肯定和自觉的基础上。

在儒家明确标举 “正名”以积极肯定蕴于传统文化典章制度中的价值理想的同时，道、墨、名、法诸家

则以不同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这种价值理想。孔子当时就指出：“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

政》）“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到了孟子的时代，儒家与

其他学派之间的这种张力更加明显。孟子感慨：“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吾为此惧，闲先圣

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所谓

“言距”就是发出儒家的正音，挺立三代以来的价值理想。不过，在吸收了先秦名辩思潮的有益成果的荀子

看来，挺立价值理想在根底层面是一项 “正名”的工作。一方面，荀子充分注意到价值理想可能随着各种

“新名”的产生而分崩离析，因而郑重提出：“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其

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做出这种判断的依据并非学派之间的意气之争，而是基于政治和文明发展的长远

考虑，所谓 “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如是则其迹长矣。迹长功成，治之极

也，是谨于守名约之功也”。另一方面，荀子还仔细列出了如何 “正名”的细目：“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

爵名从周，文名从 《礼》。”③ 作为三代礼乐文化蕴藏的价值理想的自觉继承者，“后王”所成之名不是任意私

作的，而是传统的制度和文化的一种延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日常和学术层面，不可以创造新名。与

“刑名”“爵名”和 “文名”不同，荀子认为在 “散名”层面，既可以因袭世俗用语，也可以像他自己一样发

明或重新定义一系列学术名词。由于对 “正名”工作的重视，荀子十分重视经典的学习：“学恶乎始？恶乎终？

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 《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

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④ 经学史的研究表明，荀子及其学派在秦汉之际的经典传承过程中居功至伟。⑤

荀子对儒学的这一构想在汉代得到了落实的机会。当汉初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仍然面对内忧外患时，时代

选择了儒家学说。董仲舒敏锐地把握了这个时机，为汉代统治者提供了一条不得不采纳儒学的理由：“《春

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

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

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⑥ 其核心要义与荀子的 “正名”论一致。不仅如此，董仲舒还洞悉到

９１

①

②

③

⑤

⑥

参见苟东锋：《孔子正名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 １４ １７页。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 ３２９页。

④　 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 ４１１ ４１４、１１ １２页。
清代学者汪中认为毛、韩 《诗》《左传》《谷梁传》《礼记》等儒家经典皆为荀子传授，并指出 “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

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参见王先谦：《荀子集

解》，第 ２２页）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 ２５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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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所正之 “名”的深层内涵，进而写出了 《深察名号》。在董仲舒看来，“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

端，在深察名号。名者，大理之首章也”。儒家主要不是在一般意义的符号、语言或观念层面讲 “名”，而是

突出其作为 “大理之首章”的意义，亦即 “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①。这样的 “名”可以决定是非，其合

法性来源于 “天”，所谓 “是非之正，取之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

之大义也”；问题在于，“天不言，使人发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名则圣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观也”，

名号的直接来源是天，但是天意并不会直接诉诸名言，而须通过 “圣人”的中介，所谓 “圣人之所命，天下

以为正。正朝夕者视北辰，正嫌疑者视圣人”。② 然而，“圣人”早已离世，却留下了经典。董仲舒描绘的这

套儒家正名的运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被统治者接纳了。当经典受到圣人和王权的双重加持后，经典就成了求

道的唯一来源，儒者的主要任务变成了解释经典，于是经学诞生了。

二、经典的书写与诠释

广义而言，经典不仅指 “五经”及后来扩充形成的 “十三经”系统，经、史、子、集的后三种也有各自

的经典。不仅儒家有自身的经典，佛教和道教亦有自家的经典。不仅中国文化有其经典，各大文化特别西方

文化也有自己的重要典籍并形成了经典学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不仅古典时代留下经典，现代社会也在不同的情境中
产生新的经典。这种意义的经典有一个共同内涵，诚如杨国荣总结的：“从广义的视域看，经典可以理解为人

类文明发展的沉淀和前人思维成果的凝结。这一意义上的经典不同于一般的知识，而更多地以智慧为其内

容。”③ 这就是说，经典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其中蕴含的零星知识或片段信息，而是承载着一种文明在历史发

展过程中陶铸而成的永恒智慧，即刘勰所谓：“‘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④ 经典的形成或是

经由不同的作者所得长期汇聚而成，或是某个作者集大成所作，其中既包括了创造性的内涵，更有恒久的思

想价值。现在的问题是，儒家的经典在此基础上有什么异样特质？

这一问题或许只有在以儒家文化为底色的中华文明遭遇一种异质文明之后才可能被注意到。２０世纪初，
胡适在 “整理国故”运动中发现： “我们中国有一个很伟大的宗教。……提起此教，大大有名，他就叫做

‘名教’。名教信仰什么？信仰 ‘名’。名教崇拜什么？崇拜 ‘名’。名教的信条只有一条： ‘信仰名的万

能。’…… ‘名’即文字，即是写的字。‘名教’便是崇拜写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写的字有神力，有魔力

的宗教。”⑤ 胡适虽是从批判的立场指出作为儒家的经典和经学之表现形式的 “名教”对于文字的过度迷信，

批评 “我们古代老祖宗深信 ‘名’（文字）有不可思议的神力”⑥，却也足可以使我们充分意识到儒家经典的

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对汉字的强调。梁漱溟在不久之后就从学术层面分析了相比于西方语言拥有汉字的中文的

特长：“顾西洋文字仍不外代表声音，即是以文字附于语言而行。……但中文却径取图像符号为主，文字孳衍

乃在形体。语言文字浸浸分别并行，初不以文字依附语言，而语言转可收摄于文字。”⑦ 在梁漱溟看来，汉语

中的语音与文字不像西方语言那样有主次之分，而是一种并列关系，甚至文字发挥了主导作用。２０世纪后半
叶，随着德里达对西方 “语音中心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更多学者注意到汉字的特质。比如汉学家安乐哲等

人指出：“汉语口语和书面语到目前为止可能一直都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媒介。”⑧ 李泽厚也说：“中国书面语言

对口头语言有支配、统率、范导功能，是文字 （汉字）而不是语言 （口头语言）成为组合社会和统一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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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书》，第 ２５２３页。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 ２７７ ２９６页。
杨国荣：《经典、经学与经典之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 ５期。
刘勰：《文心雕龙》，王志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第 ２２页。
胡志纲主编：《胡适文选》，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 ２５３ ２５４页。
胡志纲主编：《胡适文选》，第 ２６０页。胡适将 “名”解释为 “文字”，有其根据。郑玄指出：“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

曰字。”皇侃、魏征、陆德明，清儒臧庸、陈，直至章太炎和胡适等人都支持这一看法，说明 “名”这一术语的基本义即汉字。

（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 ８９０页）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２６３页。
引自顾明栋：《西方语言哲学理论是普适性的吗？———中西关于汉语汉字悬而未决的争论》，《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第 ６期。



名学方法与经学重估

重要工具，这是中华文化一大特征。”① 这些论断都提醒我们应以汉字理解名并通过名学重新考察儒家经典。

在汉语言的符号系统中，作为书面符号的汉字与作为语音符号的口语是在并行不悖的前提下产生的，直

至最后相互融合而构成汉语。诸多证据表明，汉字形成的动力并不是出于口语的书面化，而是有其独立的来

源。比如 《周易·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类似这样描

绘上古时代 “结绳记事”而后以书契取代的材料还有很多。郑玄注：“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② 这

表明不管是早期的 “结绳”，还是后来的 “书契”，都是出于治国理政过程中的实践需求，要么记住数目，要

么记载盟约，要么保存经验，与口语出于交流信息或情感的功能完全不同。因此李泽厚指出：“中国文字的源

头是 ‘结绳记事’，文字不是把语言写下来，而是记录事情。……中国文字始终不是语言的复写。”③ 可以发

现，中国文字的发明主要是为了记史，即记录过去发生的重大事件，以为当下或未来的行动提供借鉴。最早

的经典就是在这种记史意识中形成的，这就是 《书》。《书》即上古以来留下的书面记录，故称 《尚书》，记

载的主要是过去的重要史事。所以 《庄子》说：“《书》以道事。”（《庄子·天下》）“事”“史”相通，《说

文解字》解释 “史，记事者也”，又言 “事，职也，从史”。④ 以此来看，不仅 《尚书》，其他经典都有记史属

性，王阳明有言：“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⑤ 章学诚

遂有 “六经皆史”的论断。⑥ 那么，古人为何如此重视记史呢？目的是欲将行事过程中积累的智慧传递后人。

在这方面，书于竹帛或刻于金石之上的文字显然比口耳相传更具优势。墨子对此作了精到的概括：“古之圣王，

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墨子·贵义》）

由此可知，经典的生成与汉字的产生是同一个过程，其根本意义在于铭记经验和传递智慧，亦即 “文以

载道”。值得注意的是，文字凝结为经典的过程是上古以来的精英阶层集体智慧的结晶。根据 《尚书》，殷商

贵族可能书写了最早一批经典，所谓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尚书·多士》）。我们今天通过甲

骨文知道商人已有一套成熟的文字，他们不仅以之刻写甲骨卜辞，还以典册形式记录了对他们而言最为重要

的取代夏朝的革命事件。因此章学诚提醒：“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

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⑦ 这里的 “圣人”即孔子，孔子所传之道并非刻意发明，而是对三代以来的

圣哲贤人在实际行事过程中所凝结的永恒价值的发现和保存。所以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

之深切著明也。”⑧ 儒家学说本质上并不是孔子的个人创获，而是对华夏文明价值理想的信仰、保存、传递和

阐发。《论语》记载卫公孙朝问 “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

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所谓 “文武之道”就是

儒门心目中华夏文明的价值理想。这一理想虽已形成，却在坠落过程中变得千疮百孔和支离破碎了。孔子作

为 “斯文”的自觉继承者，深知 “学”的重要性，因而学无常师。其隐含的深意是孔子是一个 “学于众人”

的 “集大成者”，儒者则是对三代礼乐文化蕴藏的价值理想的保守者。

至此可见，由于汉字发明的初衷就是为了记事言道，因而汉字产生早期留下的那些记录就构成了华夏文

明发展过程中的宝贵精神财富。就此而言，经过孔子删定所留下的上古典籍相比于其他任何经典更具有文明

论意义的价值理想的意味。在很大程度上，儒家经典就是民族文化生命之根。为了保养和维护这个根系，就

既需要从文本方面对经典文本进行整理和注解，又需要从义理方面对经典做出阐释和衍申。从孔子及先秦儒

学对经典的态度而言，后者的意义更为重大。孔子对经典的阐发采取 “断章取义”法，他考察学生是否有资

格论 《诗》的重要标准是 “告诸往而知来者”，即能否从旧语中获得新意。子夏从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素以为绚兮”这样的本意是形容女子心地纯洁、外表靓丽的诗句中，竟然领会到了如何理解 “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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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８年，第 ２２１ ２２２页。
《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 ３０２页。
李泽厚：《李泽厚对话集·中国哲学登场》，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 ８７ ８８页。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１１６ １１７页。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１１页。
相关问题可参见姜广辉、钟华：《章学诚 “六经皆史”论批判》，《哲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 ８期。
章学诚：《文史通义》，罗炳良译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第 １３５页。
司马迁：《史记》，第 ７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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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受到了孔子的表扬。（《论语·八佾》）单纯从文本解释层面是难以理解这种做法的，原因在于孔子并不拘泥

于从 “文章”层面，而期待从 “性与天道”的维度领会经典。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

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孔门的这一启发式教学法就鲜明体现了这种 “下学而上达”的精神。

此中要义在于不是将经典理解为知识传授的来源，而是领会为智慧养成的过程。后者要求在整体的视域中创

造新的内容。子贡曾有 “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论语·公冶长》）的概括，孔子表示同意。其

中的 “闻一”是旧内容，“知二”或 “知十”是新内容。这种新内容是何以可能的？从知识的来源无论是归

纳法还是演绎法都无法获得合理的解释，原因即在于这是一种智慧创获的过程。

综上，如果将经典诠释视为一项 “正名”工作，那么孔子所正的 “名”固然不外于构成经典的汉字之

“名”，实际指向的则是经典蕴含的价值理想之 “名”。后者所要求的不是因循守旧，而是守正创新。在孔子

经典诠释精神的引领下，先秦儒家一方面以经典为价值理想的源头活水，另一方面则表现出了澎湃的思想创

新能力。然而先秦以后，随着经学化儒学的形成，经典在形式上被赋予了绝对地位，成为求道的主要途径，

于是经典注疏或依附经典而论就成为儒家传承和发展的主要形式了。这种传经之学无法从根本上守护儒家的

价值理想，最终酿成了汉末魏晋的 “名教”危机，直至后来长期一蹶不振。唐代以后，韩愈在 “辟佛老”的

过程中终于意识到要发扬儒学，不能诉诸以经典释义为方式的传经之学，由此他构想了一种儒家的道统论：

“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

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① 韩愈所谓的儒家一系相传之

“道”，亦即以某种 “抽象继承”的方式接续和维护儒学的价值理想。宋代儒者对此洞若观火。朱熹作了精到

概括：“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义，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至于

近世，先知先觉之士始发明之，则学者有以知夫前日之为陋矣。”② 按照黄百家的表述，则是 “孔、孟而后，

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③。凡此都说明，儒家经典诠释的固有内涵是在继承价值理想前提下

的一种结合时代与个人情况的智慧创获。作为圣人之言的经典与诠释者的关系诚如朱熹所言：“大抵圣贤之

言，多是略发个萌芽，更在后人推究，演而伸，触而长，然亦须得圣贤本意。”④ 经典的作用在于为民族文化

生命确定一个方向并指明一种希望，其意义的实际呈现则有赖于诠释者在把握时代精神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

三、经学的价值与限度

经典之学不等于经学。中国历史上宽泛而言的 “经学”是指，从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的 “天人三策”被

汉武帝采纳，一直到民国初年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下令 “废止读经”这一时期，儒学所呈现的一种综合样

态。冯友兰将中国古代哲学史从总体上分为 “子学时代”和 “经学时代”就是基于这一历史共识。⑤ 就此而

言，经学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经学最鲜明的特点是崇尚经典，经学可以说是一种特定形态的经典之

学。另一方面，经学在实质的层面涉及政治和教化领域 “具有某种意识形态功能的观念形态”。⑥ 由此看来，

如果从与经典区分的层面谈经学，主要指的是观念形态意义的经学。观念形态涉及价值取向，经学就此而言

主要关涉先秦以降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

观念形态对于一个社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由其所贞定的价值取向会告诉人们道在哪里或

真理在何方。如果没有这样的明确方向，一个共同体必然走向分崩解析。从一定程度而言，观念形态论可以

看作政治的第一原理。墨子明确地揭示了这一原理：“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

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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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 ２６页。
朱熹：《朱子全书》第 ２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３６４０页。
黄宗羲：《宋元学案》，全祖望补修，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 ４８２页。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 １５１２页。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 １８ ２８页。
将经学的内涵区分为两个方面，杨国荣的看法具有代表性：“第一个方面与文献的研究相关，属广义的文献之学。”“另一个方面与

价值取向相联系，表现为具有某种意识形态功能的观念形态。”［参见杨国荣：《经典、经学与经典之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

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 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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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臭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

乱，若禽兽然。”（《墨子·尚同上》）这里采取的是反向论证，认为如果没有某种共同的价值取向，那么就人

拥有意志选择的自由而言，会陷入无穷无尽的观念的冲突。这种观念冲突最初的表现可能尚且温和，随后必

然逐步升级，终将导致天下大乱。墨子标志性的政治主张 “尚同”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提出的。就对于观念形

态作用的认知而言，儒墨两家无异。孔子、孟子和荀子对异端邪说的警惕从学术观点的层面会引起误解，从

观念形态的层面则可以得到恰当理解。董仲舒在 《天人三策》中提出的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殊方，指意

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①，亦是如此。然而，这都只是就观念形态需要一个确定

的价值取向而言，至于这种价值取向的具体内容，儒家不仅不认同墨家，也与任何其他具体的观念形态论有

别。这个价值取向就是作为价值理想的 “仁义”，或者说后来成为儒学的一种代称的 “名教”。

照一般理解，儒家强调名分、注重名声，故在汉末魏晋以后获得了 “名教”的别称。相对于名声，儒家

更看重名分。颜之推将 “圣人以为名教”的原理解释为 “劝也，劝其立名，则获其实”②，这里的 “名”指名

声，“实”则指在德行上符合名分。实际上，强调名声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落实名分。儒家所讲的名

分从具体的层面涉及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合起来讲则为 “君子”或 “人”；表面上看

指各种名分，实际所指则是 “道”或 “义”。因此孟子有言：“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 （《孟

子·离娄上》）《礼记·礼运》总结了十种名分之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

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③ 这是具体而言，合起来讲则如孔子所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

里仁》）当然，这种作为 “全德之名”的 “仁”也可以从 “仁义”两个不同的维度来讲，亦即 《中庸》所引

孔子之言：“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④ 名分就此而言涉及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只有

在实际上守护住了名分之义，才能在名义上称为君子或人。孟子指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

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那个决定了人之所以

为人的内在本质就是作为 “人伦”的 “仁义”，此即名分所指的实在。由此可见，所谓 “名教”就是树立起

一种以 “仁义”为指向的价值理想，它告诉人们人应当是什么样子，一个由真正的人构成的理想社会应当是

什么样子。正因如此，韩愈才指出 “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道德”大家都讲，但没有 “仁

义”就只是一种虚指，韩愈进而提出：“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

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⑤ 这种定名意义的 “仁义”就是作为观念形态的 “名教”

精神。

高举 “仁义”大旗是儒家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最重要的表现，也是中国历史上 “经学”一词的实质内涵。

儒家为什么要扛起 “仁义”的大旗呢？《孟子》一书开篇就阐明了这个问题。面对梁惠王 “叟！不远千里而

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的劈头一问，孟子明确答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接下来对此作

了论证，提出 “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这是讲如果一个国家盛行的不是仁义优先的原则，就必然以利为第

一原则，如果所有人都只讲利害，必然陷于无休止的相互争夺的境地，所谓 “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

照此形势，国家的秩序必然濒临崩溃。至于以仁义为最高原则有什么价值，孟子只是讲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

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孟子·梁惠王上》），这显然是站在梁惠王立场上讲的，告诉他仁义的人有自己

的坚守，至少在关键时刻不会忘记他们的亲人以及上级。其中包含的深层道理，则由荀子揭示出来：“人一之

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⑥ 孟子的 “仁义”与荀子 “礼

义”，说法不同而已，都指儒家的最高价值原则。学者李景林将两者结合起来，解释道：“一方面，把 ‘仁

义’作为最高的价值原则挺立起来，人的功利性层面作为整体才能真正得到实现；同时，这功利性亦才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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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书》，第 ２５２３页。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第 ３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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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化、升华，从而真正作为 ‘人’的价值被实现出来。此为中外、古今之通谊，吾人亦当深长思之。”① 明显

可见，儒家守护和彰显的价值理想大有深意，实际上是他们信赖的一种普世价值观念。

儒家在坚守价值理想的过程中一直遭遇各种严峻的挑战。先秦时代，随着儒家自觉继承华夏文化逐渐积

淀而成的价值理想并将其标举为 “仁义”，诸子百家同时或随后就掀起批判 “仁义”的风气。道家主张 “绝

仁弃义，民复孝慈”（《道德经·第十九章》），指出提倡仁义最终会走向仁义的反面。墨家认为儒家的君子往

往 “不知仁”，因其只知其名，不举其实。（《墨子·贵义》）法家则将 “仁义”认定为危害国家的 “六虱”之

一。② 尽管如此，在孔门后学以及孟荀诸儒与诸子的辩驳中，儒家依然确信仁义为华夏文化的大中至正之道。

先秦以后，儒家历经两起两落，汉代经学一方面将儒家经典以官方钦定的形式立为权威，为儒家价值理想的

安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则通过 “以名为教”的教化方式提倡仁义。然而， “名教”后来异化为

“行仁义”的一种外在手段，失去了孟子所谓 “由仁义行”的内在精神，最终激起了魏晋名士 “礼岂为我辈

设也”③ 的质疑，引发了名教与自然之辩。唐宋以后，儒家文化以理学的形态重新崛起，一方面在佛老的刺

激下依据儒家传统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本体宇宙论以 “立人极”，奠定了重举仁义的根基；另一方面则在

孟子升格运动的背景下强调 “人皆可以成圣”。然而，理学最终异化为一种道德至上主义，这引发了清代义

理学家 “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的鞭笞④，并构成了近代以来批判儒家的一种基本语调⑤。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儒学遭到空前挑战，甚至走向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儒家在近代的衰落表面上

看来是官方经学以及依附经典的学统的中断，实际上是作为儒家价值理想的 “仁义”再次受到猛烈质疑。从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主流的中国知识分子希望破旧立新，再造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遭到激烈批

判，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变成了一种罪恶。鲁迅的 《狂人日记》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

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 ‘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

都写着两个字是 ‘吃人’！”⑥ 自此以后，儒家引以为普世价值观念的 “仁义道德”就等同 “吃人”，成了落

后、腐朽、陈旧和压迫的代名词。随着仁义的污名化，传统经学一蹶不振，或者变成了一种以经学退出历史

舞台为前提的经学史论。⑦ 由此可见，今天如果要重新焕发经学的生命力，就不能因循常规，即要么喊喊

“读经”的口号，要么仅在经典之学的框架内做些考据工作，要么以经世致用的名义利用经学的理论资源介

入当下的具体问题，而应当直面儒学兴衰史上那个根本问题：如何守护和彰显华夏文化的价值理想，重光

“仁义”二字。在古今中西的背景下，这项工作面临三大困难：就古今之变而言，在一个平民化的时代如何

为仁义观念重建一种现代叙述？就中西汇通而言，在西方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包围中如何突出重围并形成兼

容仁义观念的中国式话语体系？就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言，如何将华夏文

化的优秀价值融入其中？经学的复兴需要在理论上回应这些挑战，这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的使命。

结语

一百多年来，随着近代中国学科知识体系的转型与发展，中国哲学史学科经历了一个从 “去经学化”到

重新重视经学的过程。追昔抚今，重估经学将成为转进中国哲学史书写的一条必由之路。为此，我们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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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林：《孟子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 ３页。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 ８０页。
徐震?：《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 ３９３页。
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 １７４页。
学界此前往往以为先秦之后 “名学”的问题趋于沉寂以至成了一门 “绝学”，这种看法源于从逻辑学和认识论出发的狭义的 “名学”

观念，如果从广义的 “名学”出发，就会发现，先秦之后 “名学”的问题以 “名教”是非的形式而表现为一种实践哲学。冯友兰

所谓中国哲学史上的 “经学时代”的思想脉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 “名学”与 “名教”的视域获得一种重新的理解。（参见苟东

锋：《名教与名学：儒家价值理想的实践机制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３年，第 １０２ １２３页）
鲁迅：《狂人日记》，《新青年》４卷 ５号，１９１８年 ５月 １５日。
周予同是这种以所谓 “科学”的方法研究经学的经学史论学派的代表，在他看来：“经是可以研究的，但是绝对不可以迷恋的；经

是可以让国内最少数的学者去研究，好像医学者检验粪便，化学者化验尿素一样；但是绝对不可以让国内大多数的民众，尤其是青

年的学生去崇拜，好像教徒对于莫名其妙的 《圣经》一样。”（周予同：《僵尸的出祟———异哉所谓学校读经问题》，《周予同经学史

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 ６０３ ６０４页）



名学方法与经学重估

回到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取得成功的地方，聚焦于它最初如何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①，最终锚

定到由严复和胡适开创却被多数现代中国哲学学者忽视的 “名学方法”。从胡适已然展开却未能深入的 “名

学方法”出发，可以提供一套纵贯古今并能说明经学的生成、价值和限度的哲学史叙述框架。

作为最初 “懂得西方哲学”的学者，严复最早用这个 “手指头”指向了 “名学”，却没有来得及应用。

胡适则运用 “名学方法”敷衍构造出了第一部划时代的中国哲学史，却仅仅完成了上半部，而止步于先秦诸

子。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胡适对名学的理解仍是初步的，知其然，而未探究其所以然；另一方面则由于整

个近代名学的研究发生了一种 “名学逻辑化”的偏转，即过分强调了名学中与逻辑学相关的内容，而忘记了

从整全的视角看待名学。② 在近年来名学研究复兴的背景下，学界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觉和开放的态度重审

名学，进而逐渐认识到我们应当重整旗鼓，回到名学即中国哲学的道路上。在胡适的基础上，我们不仅可以

探索先秦名学源流，还可以聚焦到儒家 “正名主义”这条主线的发展，贯通子学与经学时代，最终写出中国

哲学史的下半部。在 “名学方法”指导下而初见端倪的这部中国哲学通史有助于我们从根源层面重估经学的

价值和限度，因而将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中国哲学史书写的当代转进。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 “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及理论体系的建构”

（２０２５ＪＺＤＺ０６７）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盛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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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胡适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１９１９）之前，已有谢无量的 《中国哲学史》（１９１６），而在更早的时候，日本人内田周平、松本文三郎、
远藤隆吉、高濑武次郎和宇野哲人等学者也已出版了各种中国哲学史著作。但直到胡适，才在方法论的意义下 “截断众流”，一方

面直接从先秦诸子讲起，另一方面则将经、子各家一视同仁，由此开创了现代中国哲学史的书写范式。（参见许朝阳：《橘枳之辨：

中国哲学的名与实》，台北：红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２００８年，第 １ ２１页）
参见晋荣东：《中国近现代名辩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 ３９５页。


